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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逃避统治的艺术》专题讨论

栏目主持人：王晓毅
主持人话语：如同斯科特所有的著作一样，《逃避统治的艺术》也是一部极具有启发性，

同时又容易引起争议的著作。借助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斯科特建构了一个通过逃避以实现自我治

理的无国家空间，这颠覆了学界对于文明与野蛮、核心与边缘、统治与逃离的传统观念。这种颠

覆性也带来了大量的论争和批评。集中在这里的 4 篇文章，试图通过中国的经验，来呈现出国家

核心与边缘的多样性关系。王晓毅在文章中强调作为一种生存方式，逃避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意

义，并对该书的主要贡献以及引起的争议作了系统的梳理。李锦教授通过对藏彝走廊北段的山地

居民的研究说明，山地居民并非仅仅选择逃避，他们同样可以主动建立政权，并在与不同类型国

家的关系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选择。郑少雄博士通过一个寺庙搬迁并实现了族群社区生活

重组的研究说明在抵抗、逃避或同化之外，创造协商、合作及共存的可能性。郑鹏博士的文章讨

论了“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并论述了非国家空间再生产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主持人简介：王晓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摘要：以东南亚山地为背景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为人们提供了对山地族群生存策略进行了解的一

种全新的解释视角，从生计、政治和文化，山地族群发展出完整的逃避策略。斯科特的这种解释打破了将社

会看做是单一线性发展的理论，重新构建了边缘地区少数族群与谷地国家的关系，并对国家建设、现代性等

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热点话题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这本书也存在将多样性的历史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忽视了

山地族群与谷地国家的复杂关系以及作为历史著作历史资料不足等问题，但是作为斯科特学术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结论不仅激发人们重新思考二战以前东南亚山地族群和谷地国家的关系，也激发人们思考当今社

会中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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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

程，山地社会往往被看作是落后的，并被认为会在

先进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但是斯科特在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构建了与这种想象不

同的山地文明，认为山地为山地居民提供了保护，

从而使山地居民得以从国家的统治中逃避出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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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逃避
——《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理论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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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科特曾经说，“国家有历史，有文字，他们自己称呼自己文明，把别人说成不文明。布罗代尔说文明不能上山，实际

    上只是国家不能上山而已。当然，国家的历史总说自己是文明，把控制不了的人称为野蛮人。”见王晓毅、渠敬东主编，

    《斯科特与中国乡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

②  [ 美 ]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赞米亚”的概念来自荷兰地理学家

    Willemvan Schendel，最初这个概念是指东南亚的山地，2007年他进一步将这个概念扩展到喜马拉雅山的西麓。这个地区的共同

    特点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人口稀少，历史上相对独立，且呈现出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见Jean Michaud，“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0)5。
③  [ 美 ] 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

④  [ 美 ] 詹姆士·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⑤  [ 美 ] 詹姆士·C.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

果说主流的历史学家往往从国家的角度，将山地看

作是远离文明的野蛮地方，而在本书中，斯科特的

分析却认为，野蛮是山地人群主动选择的结果。①《逃

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与其说作者是在重构东南亚山

地的历史，不如说是作者借用被称为赞米亚的这块

东南亚山地的历史阐述了作者的一个理念：国家的

作用在于控制其国民，因而部分人群会主动地选择

一个无国家的空间以逃避统治。当然，斯科特也强

调，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二战以前。在斯科特的诸

多著作中，底层、能动和反抗一直是他所关注的主

题，这本书是将上述这些主题通过一个空间重新进

行了阐释。

逃避的空间和人群

这部书所讨论的是被称为赞米亚（zomia）的

东南亚山地二战以前的历史，这个地区“包括了越

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 300 米以

上的地方，他横括了东南亚的 5 个国家（越南、柬

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云

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②。斯科特认为这

个地区的近亿人口是因为逃避谷地国家的控制而迁

居到这块山地，他们并非是落后或没有文明，即使

说他们是落后的，那么也是因为他们主动选择重回

野蛮以逃避国家的统治。山地为这种逃避提供了地

理条件，因而吸引人们逃避到此。这些逃避统治的

人群为了能够远离国家，逐渐形成了与谷地不同的

文化、社会组织和生计方式，这是山地文明之所以

为山地文明的原因。

在斯科特的一系列著作中，国家一直被作为一

个批判的对象存在着，不管是现代国家或者古典国

家，他认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对社会的管制以及由

此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中，斯科特直接把政府描述成为勒索者，在东南亚，

“殖民统治在乡村的权力，精确地表现在以牺牲村

民利益确保其收益的能力”③。他甚至认为二战以

前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其税收和征兵，这与

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因此才促成了农民的反叛。

与古典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主要目的并没有特别

的变化，只是手段更加强有力了。斯科特对现代国

家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在该

书中，作者说：“我越研究这些定居化的努力，越

感觉到这是国家试图使社会更为清晰、重新安排人

口从而使古典的国家职能（如税收、征兵和防止暴

乱）更为简单容易的努力。”④在《逃避统治的艺术》

一书中，斯科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谷地国家被

看作是征用的空间，“总的来说，你的任务就是创

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空间’，也就是说，一个理

想的征用空间。由于国家依赖税收和租金，从而

问题就变成了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才

能保证统治者以最小的代价得到大量和稳定的人

力和粮食剩余？这里所说的税收和租金的内容广

泛，包括食物、劳役、士兵、贡品、可交易的物

资和硬币等。”⑤正是因为国家的作用在于征收

赋税和徭役，所以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是统治

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逃

避的理由。

面对一个与人民相对立的国家，底层人群的策

略有两个，或者反抗，或者逃避。在《农民的道义

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等著作中，作者讨论了

前一种形式，在国家控制的空间内，底层的人是

如何进行反抗的，而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

中则讨论了后一种策略，即人们如何逃避国家的

统治。

在前现代化时期，人们之所以能够逃避，是

因为古典王国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集中

的人口和农业的依赖。赋税和徭役的征收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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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如果成本过高，那么无论是赋税或徭役

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前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成本

是距离带来的成本，试想如果征收的赋税甚至不

够运输的消耗，那么这种赋税征收就变得没有意

义了。国家的利益在于一个地区能够有多少财富

被国家所征收，而不是这个地区能够产生多少财

富。为了便于征收，国家需要在一个相对小的范

围之内集合更多的人口，从而将距离成本压缩到

最低。谷地因为其交通便利和物产丰富，因而就

成为国家的核心空间。

地理条件决定了山地无法成为国家的空间，首

先，山地是遥远的。距离并非仅仅是水平的距离，

而是距离加上通行的难度，甚至通行的难度要比通

行的距离更重要，平原上一公里与山地上的一公里，

其通行难度明显不同，所以在山地，不仅水平距离

往往距离谷地国家很远，更重要的是通行的困难，

也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景观阻力，在现代交通发展之

前，对山地的统治是困难的；其次，山地人口分散，

且土地产出较低，对于谷地国家来说，山地赋税的

征收成本很高，盈余很低，山地就经常成为化外之

地，是无国家的空间。正是山地这种特性，那些希

望摆脱国家统治的人群便离开谷地，进入山地。在

斯科特看来，那些山地居民并非是自古以来就生活

在山地的，而是为了摆脱国家的统治而主动迁移到

山地的。

在谷地国家看来，山地人是落后和野蛮的，其

文明程度很低，被称作“番”或“蛮”，但是所谓

文明程度也就是被国家同化的程度。比如历史上的

“生”番和“熟”番，只是表明其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但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山地居民所表现出来

的落后和野蛮并非是尚未进化，而是其自我选择的

结果。当山地居民逃离了国家的统治，他们的经济

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也被重新构造，以适应其不

被统治的生存状态。比如与灌溉农业相比较，刀耕

火种被认为是落后的，但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那

些从谷地逃离到山地的人并非不懂得灌溉农业，但

是游耕更适合他们的逃避策略。①水稻可能更高产，

但是山地居民却多选择那些易于躲避国家财政征收

的作物，比如块根作物。

适合逃避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空间的等级制度

正好相反，其特点是分散和平等，他们往往避免

产生大型的社会组织或群体，而是组成一个个小

的团体，这些小的团体可以迅速地分散移动。斯

科特形象地将这种社会结构比喻为水母，他们松

散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固定的结构，这种结构

便于他们移动，并且难于统治。这些小的人口单

元也像是砌墙的砖，既可以分散，也可以联合。

与这种分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他们强调平等，

避免产生等级制度。国家总试图在这些山地居民

中创造首领，但是山地居民总是避免产生首领，

即使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表面上的首领，但是那也

是刻意迎合国家而设置的“泥偶”。实际上，这

些所谓的“首领”并没有权力。一旦某个人具有

超越其他人的能力或权力，他们甚至会把这个头

人杀掉以避免出现统治者。

文字的出现往往被认为是进化的标志，有文字

的人群被认为比没有文字的人群文明程度更高。但

是在斯科特的分析中，那些逃避到山地的人群在平

原生存的时候，也是有文字的，但是他们在逃亡的

过程中，主动放弃了文字，因为文字也是国家实施

统治的工具。在前现代，文字并非是大众交流的工

具，而是掌握在少数知识精英手中，被作为论证国

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山地民族在逃避的过程中，

既不需要知识精英，也不需要文件来证明统治的合

法性，他们用口头文化替代了文字，因为口头文化

更富有流动性，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再创作。口头文

化替代了文字，大大方便了山地族群不断建构出新

的族群认同。

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

个逃避统治的空间。“如果说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

止被征用的生存策略；如果说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

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

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

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②

从“弱武器”到“逃避”

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密西根大学东南亚历史学家Victor Lieberman说，“跟

①  还可参见马丹丹：《“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2017 年第 6 期。

②  [ 美 ]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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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的著作一样，詹姆士 ·C. 斯科特《逃避统

治的艺术》一书也富有原创性、表达清晰、雄心勃

勃、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③斯德哥尔摩大学人

类学家 Bengt G. Karlsson 说：“这本书出版短短几

年，在所有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中（超过 400 页），

斯科特的书成为一个极为稀少的现象，在报纸和学

术期刊中被广泛评论，并成为许多学术会议的讨论

主题。”④ 这部著作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对东南亚

山地历史的重新解释，而是这种大胆的论述在很大

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原有的认知，重建了文明与野蛮、

被动与能动、逃避与反抗、山地与谷地的关系。

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

进化论的解释下，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过程，而技术、语言文字和国家的产生成为社会进

化的最明显标志。按照这个视角，东南亚山地无疑

是一个落后的地区，那里生产技术落后，许多少数

民族还停留在刀耕火种时期，农业产量很低；大多

数人处于前国家时代，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有众

多的部落；大部分族群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

的历史还停留在传说时代。但是在斯科特的解释下，

这些人群并非没有文明，现在所显示出来的所谓落

后或不文明，恰恰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策略，是逃避

统治的策略。他们曾经在谷地生存，有较高的农业

文明，甚至也有语言和文字，但是他们放弃了所有

这些，只是为了保持一个无国家的状态。这多少有

些让人们想起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会用电脑和管

理公司的城市精英，有一天进入到山里，重新过上

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也曾经有先进的技术，只是

他们选择另外的生活。

在山地人的日常生活中，逃避是一个普遍存在

的现象，因为战争和掠夺，弱势的一方向边远、高

寒和瘠薄的地区逃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逃避

才能保存自己。战争将失败者驱赶出去，如同汉代

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次战争中所发生的，一

旦战败游牧民族便会逃匿于大漠，但是这种逃避与

斯科特所讨论的逃避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这种

逃避往往是被动的，只有在战败以后才会选择逃避；

第二，逃避也是积蓄力量的过程，一旦逃避者聚集

起力量，往往能够成功地重回权力中心。但是在斯

科特的分析中，赞米亚是完全不同的，当地居民也

可能是因为战败而迁居这里，但是他们在赞米亚的

生存并非仅仅因为战争的失败，更是他们主动选择

一种生存方式。他们从来不试图挑战谷地国家，也

不希望积蓄力量，他们所有的努力和策略都是维持

这样无国家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说，他们不是战

败的逃亡者，而是主动与国家保持距离。尽管斯科

特说山地无国家的空间与谷地国家是一对双生子，

但是在赞米亚，国家是距离遥远的存在，无论是在

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山地所形成的地理阻力已经

将国家阻挡在赞米亚之外，而山地居民可能在逃

离之前与国家有过战争，但是在进入赞米亚以后，

国家就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

说，赞米亚不同于水泊梁山，也不同于哥萨克，

山地居民并不试图反抗国家，而是通过分散和移

动，让国家无从把握他们，所以赞米亚的居民从

来没有试图聚集起反抗国家的力量，而是主动选

择逃避。

如果将《逃避统治的艺术》与《弱者的武器》

对照来看，面对国家，不管是农民或山地居民，他

们都是弱者，因此采取的策略也有相似之处。农民

不能直接对抗国家的权力，因此采取了非正式的抵

抗。“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

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

地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

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

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

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③

作为弱者，他们避免与国家对抗，而是通过持续的

抵制，削弱国家的权力。弱者的武器帮助农民在国

家的控制范围内创造一个生存的空间。即使是在国

家的空间内，逃避也被作为弱者的武器而经常使用。

而在赞米亚，事情变得更为简单，因为这里不存在

国家，所以，赞米亚居民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防

止外来的国家对其实施控制，以及如何防止在其内

①  Victor Lieberman，“A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0)5,pp.333-346.

②  Bengt G.Karlsson,“Evading the State: Ethnicity in Northeast India through the Lens of JamesScott”,Asian 
    Ethnology,Vol.72,No.2.
③  [ 美 ] 詹姆斯·C.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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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产生不平等，并进而破坏无国家空间内的平等和

分散。

从逃避的意义上说，赞米亚的山地居民无疑是

幸运的，因为崎岖不平的山地给他们提供了保护，

使他们可以呈现出斯科特所描述的逃避生活，因此

吸引山地人口下山无疑是困难的。熟悉西南少数民

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即使在 1949 年以后，要说服

山地居民下山，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①通

过斯科特的描述，赞米亚呈现出一个没有赋税、

没有统治、人人平等的生活图景，这极大地挑战

了人们对于山地的认识。②但是这个过程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便终止了，因为现代国家有着

远比古典国家更强的能力，山地已经不能对国

家扩张其统治构成障碍。但是，逃避统治的艺

术真的消失了吗？

斯科特关于赞米亚的分析是在山地背景下，重

新讨论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心在不断扩张其统

治，而边缘则逐渐成为逃避的空间，这很容易让人

想起中国的隐士，终南山上那些隐居者的行为就是

一种逃避，相对于当今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他

们是边缘的，既不属于主流文化，也不被主流文化

所控制。尽管作为人，他们不能逃离现代社会，保

持了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但是作为隐士，终南山给

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空间，使他们可以逃避主流社

会的成就和烦恼。③在现代社会中，中心和边缘并

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控制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都有中心和边缘、主流和非主流之别，主流的扩

张和边缘的抵制无处不在。笔者猜想，可能是这种

无处不在的中心 - 边缘关系和逃避策略，吸引了本

书的众多读者。④

如果将斯科特所讨论的逃避艺术加以引申，对

于理解当今社会也会有所帮助，比如当今社会的人

们也会利用自我非主流化来实现逃避。与谷地王国

的臣民相似，主流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大多

数人会进入主流社会，但是也会形成压力，因而有

人选择逃避主流社会，从而形成现代社会多种多样

的亚文化。这也具有与赞米亚山地族群类似的分散

性和流动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逃避空间。现代社

会的逃避空间既可能是物理的，也可能是社会的，

一些逃避主流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物

理的空间；但是更多时候，逃避的空间是社会的，

那些选择非主流生存的人将逃避作为生存方式，

在主流社会之外建构新的亚文化认同。所谓“大

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

也可以随时逃避主流社会。

当然，也不能将现代社会的非主流化与赞米

亚的逃避艺术简单等同。首先，人们逃避主流社会

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主流社会向他们征收赋税，而是

主流社会所形成的高度一致化使一部分社会成员不

满，不管是一致化的规训或一致化的生存方式，都

难以满足他们的个性需求，让人们产生被压迫感，

因而在亚文化中追求多样性；其次，他们不可能

完全逃避主流社会，需要在与主流社会的不断互

动中寻找生存空间，他们的逃避经常是在主流社

会中为自己营造一个小的生境；最后，在很多情

况下，非主流化并非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一部分

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被迫选

择非主流的方式生存。

抛开斯科特所讨论的东南亚农民和山地社会的

具体背景，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的艺术都是底层社会

的生存策略。权力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国家的权

力或社会的压力，权力对人们的自由生存构成了压

力，而借助于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的艺术，底层社会

获得了生存空间。

山地与国家

斯科特在书中早就预见到，这本书的出版会引

起较大的争议，他还指出，他的观点是清晰的，“我

经常被指责为是错误的，但很少被指责为含糊不清

或晦涩难懂”⑤。尽管斯科特指出，这本书的观点

①  云南禄劝的苗族山民曾经回忆，20世纪50年代政府曾经在坝区给他们分配了水田，请他们放弃狩猎生活，下山种植水田，但是他

    们许多人在下山数年以后放弃了水田，重新回到山上，他们说是因为坝区太热，有许多他们无法抵抗的疾病。（根据笔者在当地的调查）

②  在笔者翻译《逃避统治的艺术》的过程中，斯科特一直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尽快出版，以减缓西南山区大规模生态移民。

③  比尔·波特：《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明洁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

④  斯科特的学术研究经常刺激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他对农民弱者武器的阐述经常让人们思考，除了农民之

    外，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会采用流言蜚语、逃离等策略以抵抗自己周边的权力；国家的清晰化和简单化也会

    让读者联系到身边的各种事项，即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面临如何逃避统治的问题。

⑤  [ 美 ]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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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新鲜，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创新，但是这本书

所呈现的结论仍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那片广袤的

山地是否真正构成了一个远离国家的逃避空间，那

些独特生存方式是不是仅仅为了逃避国家的统治？

斯科特的结论在得到众多赞赏的同时也受到了许多

质疑。特别是斯科特在讨论赞米亚山地族群的逃避

艺术，为了其结论的清晰明了，也将复杂的社会进

行了简单化和清晰化的处理。①

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的批评首先是对其

史料利用的批评。过去大量的历史文献都是有关国

家及其相关事务的记载，边缘地区的历史资料严重

缺乏。山地族群没有文字，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历

史文献，而官方文献对于边缘地区族群的记载不仅

稀少，而且带有很强的偏见，这给撰写这些无文字

族群的历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存在历史资料

匮乏的问题，但是历史学家仍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密西根大学历史学教授 Victor Lieberman 指出

这本书的重要问题在于其论断缺乏经验资料的支

持，比如这本书中大量涉及到缅甸历史，但是无论

是缅甸文的历史档案或者翻译成英文的历史资料，

斯科特都没有充分利用。他说尽管斯科特说自己学

习了缅甸文，但是应该没有看过缅甸文的档案资料。

作为东南亚历史专家，Victor Lieberman 教授的批评

无疑是很有力的。资料支持不足导致三个方面错误

的产生：第一是历史事实的错误。Victor Lieberman

教授援引了史料说明本书中的一些错误，比如关于

前殖民时代缅甸人的识字率要大大高于斯科特的估

计。占有历史资料的不足导致斯科特忽视了许多与

其结论相反的历史事实。第二，过于强调国家对于

人力的依赖。在斯科特看来，古典国家最重要的目

标是控制人口，在相对密集的地方集聚更多的人力，

国家才有实力。但是在 Victor Lieberman 看来，斯

科特有些过于强调国家对人力的控制和依赖，事实

上海上贸易带来了巨额财富，而财富也会增加人力。

此外人多也并非全然是好事，有时人少的国家也会

战胜人口多的国家，也有谷地国家因为人口太多导

致资源不足而亡国的事例。第三，Victor Lieberman

认为斯科特所说的人口大规模向山地迁移也缺少历

史资料支持。在他看来，山地和谷地的人口是双向

流动的，既有人口向山地的迁移，也有人口向谷地

的转移。在边缘地区，不仅有逃避的人群，也有政

府派出的屯垦人群。即使有一些人群从谷地向山地

迁移，迁移的原因也并非仅仅是逃避谷地国家的压

迫，其中不乏受到山地游耕所吸引的人群。因为游

耕状态下，尽管土地产出比较低，但是劳动力投入

少，按人口计算的产量可能比谷地的稻作农业产量

更高。总之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复杂的，逃避的策

略可以解释山地居民的部分而不是所有的行为。②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Victor Lieberman 认

为斯科特所描述的山地生存方式也许是正确的，但

是如果将这些方式都归因于对国家统治的逃避，可

能过于简单化，因为山地的生存方式在很多时候也

许并非是为了逃避国家，只是为了适应山地的地理

条件。尽管提出了许多批评，但是 Victor Lieberman

并没有完全否认斯科特的结论。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Bengt G. Karlsson 教授进一

步用印度东北部少数族群的历史资料说明，许多少

数族群并不逃离国家。他指出，赞米亚的概念将印

度东北部也包括进来，但是在这个地区，一些少数

族群试图逃离国家，但是也有许多少数族群积极加

入到印度的国家体制中，不仅希望在困难时期得到

政府的援助，而且希望通过国家的帮助推动发展。

在他看来，少数族群也许不是一定要逃离国家，很

可能他们更希望的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王国的国家。③

荷兰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Volkenkunde

杂志曾组织一组文章讨论《逃避统治的艺术》。④

在这组文章中，不同的作者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这本

书的贡献，但是对其结论也都表示了一些谨慎的怀

疑，比如耶鲁大学的 Michael R. Dove 教授认为，即

使在前现代时期，山地和谷地的关系也并非如同斯

①  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里德曼是斯科特的朋友，他知道笔者在翻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的时候，问笔者是否喜

    欢这本书，并说他自己不喜欢这本书，因为斯科特为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②  Victor Lieberman，“A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0)5,pp.333-346.

③  Bengt G.Karlsson,“Evading the State: Ethnicity in Northeast India through the Lens of JamesScott”,Asian 
    Ethnology,Vol.72,No.2.
④  很遗憾的是，这一组稿子没有得到斯科特的回应。见Bijdragentot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Vol.167,No.1(2011),pp.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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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所描述得那么单一，山地与谷地之间有许多贸

易往来，比如山地和谷地之间的木材贸易就是很重

要的贸易形式，贸易将山地与谷地联系在一起。作

者说19世纪婆罗洲的少数民族与其说是逃避国家，

还不如说是追求橡胶的利益；此外，他认为斯科特

所建构的国家与少数族群的关系并没有像斯科特所

说的那样到二战以后就戛然而止，现在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仍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既

可以被看作是对国家的逃避，也可以被看作是全球

化过程中出现的差距。①在同一组讨论中，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的 Hjorleifur  Jonsson 也指出，对于

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斯科特的解释可能是过于政治

化了。②

尽管《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是建立在东南亚

山地的历史分析基础上的，但是其影响远远超出了

一个区域历史的研究，广泛涉及了政治学、人类学

的重要学术问题，如同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的编

辑 Jeffrey C. Isaac 所说：“这本书在有关研究方法、

社会调查、政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国家的本质，

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本质等方面提出了许

多重要问题。这本书与阿富汗、伊朗和索马里之类

地区的‘国家建设’和‘国家失败’也密切相关。”③

因此他组织了专门的讨论，5 位学者从不同方面对

《逃避统治的艺术》进行了评论，比如斯坦福大学

的国际关系教授 Stephen D. Krasner 评论说，斯科特

的书挑战国家建设的三个基础理论，即现代化理论、

制度能力和理性选择。④但是作者也表示，现代社

会已经改变了斯科特对于国家建设的结论，比如启

蒙运动和工业化可能导致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改变，

现在人们可能不是向山地逃避，而是进入国际大都市。

早在中文版出版之前，《逃避统治的艺术》

在中文学术研究中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杜

树海指出斯科特忽视了山地社会内部的分化及其

内生机制、低估了山地精英的能力和作用以及论

据上存在不足。⑤也有学者将赞米亚与藏彝走廊进

行对比⑥，或者与华南进行对比。⑦

综上所述，《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存在两个

阅读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作为东南亚山地的历史，

历史学家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资料，从而说明山地

族群与谷地国家之间多样性的关系，但是历史学家

并没有否认斯科特理论框架的解释能力；第二个角

度是将《逃避统治的艺术》放到斯科特整个思想脉

络中去考察，充分肯定其思想的穿透力，为读者重

新思考国家、族群、边缘提供了具有想象力和冲击

力的解释。无论哪个角度，该书都会提供一个具有

丰富内涵的学术研究视角。

①  Michael R.Dove，见注释 19。

②  Hjorleifur Jonsson，见注释 19.

③  Jeffrey C.Isaac,“State,Power,Anarchism A Discussion of The Art of Not Being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Perspectiveson Politics,March 2011,Vol.9,No.1。

④  Stephen D·Krasner，同注 19.

⑤  杜树海：《山民与国家之间——詹姆斯 . 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及其批评》，《世界民族》2014 年第 2 期。

⑥  马青云：《赞米亚：一个外国学者带来的启示》，《今日民族》2016 年第 8 期。

⑦  程美宝：《国家如何“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0 月 14 日。

[ 责任编辑：杜雪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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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Path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321” Rural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Hanyin County in Southern Shanxi
  ……………………………………………………………………………………………LI Bo & YANG Shuo（55）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the basic goal of realizing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321” rural governance model  in Hanyin County of southern Shaanxi,  is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 from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ruling function to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ed governance function. The focus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been shift down and formed Multi-units governance structur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platforms, the 
villagers' autonomy has been improve effectively;  the rule of  law as the guarantee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three-in-one. Governance Effective as the basic goal of rural governance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refinement of governance methods;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ance method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objectives.

A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YANG Jing-san & HE Jian-min（71）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have  inherent consistency and docking 
advantages  in  industrial cultivation,  tow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ocking constraints of  the  two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istic culti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policy support and public service, exploring the docking path of  the two benig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new victory of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Not Being Governeel as A way of Living ………………………………………………………WANG Xiao-yi（8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which based on the South-East Asia, provide a new angle to see the subsistence 

strategies of hill peoples. They developed a complete strategy to escape from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valley states. 
Their  livelihood, politics and culture, were designed carefully  for not being governed. The book argu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hat see the hill peoples as uncivilized and constructed a new explan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gindized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s. The book contributed to the issues on state making,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 main stuay in political sciences and anthropology. The book stimulates readers to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of hill peoples and valley state before World War II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lifestyles  in current societies. However,  the book was weak i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onclusion simple in terms of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between the hill and the valley.

Relocating the monasteries down the mountains: retrieving social space through direct interactions
——A complementary reflection on James Scott……………………………………………Zheng Shaoxiong（96）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s of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world on James Scott’s monograph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since it was published in 2010.This article is mainly a complementary reflection. Based 
on case studies  in Kham division of Tibetan cultural  region, here  I  try  to point out  that  the encounter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and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do not necessarily manifest  themselves 
as resistance, escape, or assimilations. Rather, human beings create the possibilities of negotiation,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when they encounter each other. The Kangding Tusi (native chieftai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and today’s monasterie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Kham region are such typical cas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the monasteries have been moving from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the locations that are near 
main traffic way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valleys. On the one hand,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i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lace themselves under the supervis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so as to gain a higher degree of trust and a more relaxed 
space of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a couple of actions such as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primary school,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ty's worship of the mountain-gods, monasteries successfully 
restore the historic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reorganize the familiar ethnic community life, and maintain thei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elf-sufficiency against the majority’s culture.


